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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且持续偏高, 一般认为,这是

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何者为主要因素却有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 虽然

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 但是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

划生育政策不仅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直接相关,而且是诸多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偏严的生育政策是中国

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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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人口自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以来,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范围( 103~ 107)。1982年

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为 108�5, 1990年普查为 114�1,到 2000年第 5次普查,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

更是严重偏高到 119�92, 2006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居高不下, 高达
119�25。这不是一个 统计虚幻!,而是社会现实[ 1]。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至今未见回复正常范围的势头, 失调长达 20多年, 已成为世界上出

生性别比失调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 2]
。

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 一直为学者和政府关注。出生性别比原本是人口学的常数,

即在没有外部因素干预生育行为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应该是稳定在 105左右的常数。如今,中国

出生性别比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正常值域,这是外部人为因素干预生育行为的结果。那么,是什么

原因促使人们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干预生育的行为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呢? 多数学者认为这是

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对于什么是主要原因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有将这种解释主要归结为与

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 政策论!者, 有归结为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 制度论!和 生产方式论!者,还

有归结为与生育观念重男轻女生育文化有关的 文化论!者以及与 B超技术广泛普及的 技术论!
者等[ 3]。

这种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学术争论虽然有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但另一方面,

未形成统一认识的诸多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 混淆了视听!, 对积极寻求有效的公共对策产生了不

利的影响。由于诸多观点的存在造成了认识上的偏差,相关部门在面对公众回答有关出生性别比

偏高的问题时指出: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很复杂, 既有经济原因, 也有社会原因,还有

文化原因, 以及现实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有人把性别比失衡说成是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

策造成的,这没有道理。南亚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印度、韩国、中国台湾等,并没有实行计划

生育,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客观地说, 出生性别比升高与计划生育政

策有一定的关系,但其充其量也只是加剧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状况,不能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就必然导致性别比的偏高。! � 这种表述已成为目前解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流观点。

在目前中国社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直接干预人们生育行为的有力工具。面对出生性

别比失衡如此严重的人口学后果, 上述观点的主流地位,致使学者和相关部门至今还没有深刻反省

现行生育政策的严重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国家相关部门对于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

偏高现象解释的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一直坚持认为, 虽然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的原因是复杂的,而且是多因素的,但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与出

生性别比偏高有关, 而且是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 即偏严的生育政策是导致 20世纪 80年代以

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概率性因果关系

要论证笔者的观点, 首先要从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谈起。在自然与社会各种现象中存在许

多因果关系,若推论现行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因果关系,我们先要理清不同类型的因果关

系,即决定性(必然性)因果关系与概率性因果关系。在探讨自然界中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常常

可以发现许多决定性的因果关系, 存在许多充分必要条件的必然因果关系。在由牛顿力学占主导

地位的古典物理学领域中,这种必然性因果关系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物理

科学(如量子力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传统牛顿决定论的局限性,看到了生物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区

别。在生物学领域,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行为之间的决定性(必然性)因果关

系并不多见。遗憾的是长期以来, 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受自然科学(传统物理学方法)的影响,物

理学应当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理想范式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传统物理学研究模式在社会科学中

的适用性很少受到质疑[ 4]。这种结果致使我们习惯于用决定性因果关系思考和推断社会中各种

相关现象,以及人类的行为关系。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概率性因果关系。概率

性因果关系源自于事物现象的变异性( varibility)和复杂性。因为变异性是社会现象的本质,是社

会科学研究的本质[ 5] 15, 所以这种概率性因果关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在这种概

率性因果关系中,因和果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必然的关系, 也不一定是一种必要的关系。具体说,

在这种因果关系中有两重含义,一是原因可能不是结果的充分条件, 即有这个原因不一定有对应的

结果;二是原因也不一定是结果的必要条件, 即结果可以在没有这个原因的情况下发生[ 5] 49。吸烟

与肺癌的关系就是这种概率性因果关系的一个经典例子。我们说吸烟导致肺癌, 即吸烟与肺癌是

一种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 有些人即使经常吸烟也很健康,与肺癌无缘,这说明吸烟并

不是引起肺癌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吸烟并不必然导致肺癌;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不少得肺癌的

人从来就不吸烟,这说明吸烟也不是导致肺癌的必要条件。这种概率性因果关系是这样的,假定有

A和 B两组人群,他们各方面大致相同, 不同的是 A人群吸烟,而 B人群不吸烟, 如果吸烟人群 A

患有肺癌的几率高于不吸烟人群 B,那么就可以得出吸烟导致肺癌的结论。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反

例不足以推翻上述概率性因果关系。正如美国生物学家 Ernst M ayr 在反思牛顿古典物理学中那

些不随时空变化的定律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时指出,在生物学领域(当然更不用说在社会科学领域,

笔者加注) ,规律性总是与具体的时空相关,且存在大量的例外, 所以波普的证伪原理通常不能应用

于进化论的生物学, 因为例外并不能否定大多数规律的一般有效性。
[ 6]

如今我们所讨论的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关系正是这种概率性因果关系,而不是必然

或必要的决定性因果关系。也就是说, 有严厉的生育政策, 并不必然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同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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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口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也不一定就有严厉的生育政策存在。既然如此,一些学者,尤其

是一些政府官员通过列举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即使没有严格的生育政策,其人口

出生性别比也在生育率下降之时出现攀高的事实来推翻中国严格的生育政策导致偏高的出生性别

比的判断是不成立的。因为, 在概率性因果关系中,生育政策不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必要条件(我

们许多学者和官员也没有搞清因果关系中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差别, 误把必要条件当充分条件

使用,用上述例子否定一种必然关系首先从因果逻辑上讲就是错误的) ; 同样, 在偌大的中国,我们

也发现,有一些社会经济基础较好,计划生育工作起步早,群众的男性偏好观念比较淡薄的地区,即

使实施了严格的一孩政策,其出生性别比依旧正常, 如江苏太仓、如东等地。而这个事实也同样不

能推翻上述因果关系,因为在概率性因果关系中, 生育政策也不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分条件。一

些学者和官员以为找到了这样那样的反例就能证伪上述因果关系, 就能否定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

比偏高的因果关系, 这其实是他们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因果关系的结果。我们看到,一些学者

和国家相关部门在这一问题论证过程中如是说,  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为什

么无计划生育的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

高现象! [ 7]。在这里,他们不仅混淆因果关系中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差别, 最为重要的是,从根

本上犯了一个科学认识范式上的错误, 不该以传统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决定性因果关系取代人类生

育行为现象中的概率性因果关系, 并由此得出他们否定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错误推论。

三、严厉的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

(一) 因果关系的证明

要做因果关系解释和证明,区别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是非常必要的。首先,社会科学领

域中所说的概率性因果关系一般是宏观层次上的,而概率性的原因强调平均值和趋势,它对个案不

适用[ 5] 48。其次,因果关系的确定一般可以通过简单比较, 即比较干预组( t reatment group)和控制

组( control group)而获得。但是由于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用实验来控制外来因素的

影响从而证明因果结论, 所以,社会科学领域中确定证明一种因果关系较之自然科学领域要复杂得

多。因此,在社会现象的关系研究中,无论是因果解释还是证明,我们都必须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考

察社会现实、周全考虑、谨慎求证。再次, 在社会科学的因果推论中,还常常需考虑 反实事问题!
( counterfactual quest ion) ,即如果没有这样的 因!,那将是怎样的 果!? 虽然,在现实中我们无法观

察到 反实事问题!现象, 但这样的逻辑思维有利于我们进行因果关系的推论[ 8] , [ 5] 44。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概率性因果关系, 源于社会现象的变异性, 而这种变异性具有很强的时空

性,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和证明往往与社会语境( social contex t)有关。这里的社会语境包

含着随空间不同而不同, 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意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因果关系研究中,时空

变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其重要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 在因果关系证明中,时间和空间都

是不可或缺的参照变量; 其二, 在因果关系解释中,时空同样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变量。在本

项研究中, 我们所说的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概率性因果关系是指: 对某一个人口,在充

分考虑其他作用因素的条件下,实施严格生育政策后与实施前相比, 实施后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可

能性增大;或者说,在两个条件基本相同的人口中,一个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另一个没有或实施宽

松的生育政策, 实施严格生育政策的人口要比不实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偏高现象的概率大。

如果可以观察到上述两种关系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因果推论。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图 1) ,我们知道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变

化的因素是多元的、复杂的且变化的。多元表现在社会经济、政策、文化等因素对生育行为进而对

出生性别选择的影响;复杂表现在各种影响因素是关联的, 是相互影响并可能共同作用于出生性别

#7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2008年



图 1 � 我国历年人口出生性别比

资料来源: 1960% 1992 年数据源于文献[ 9] ; 1993 % 2000

年数据源于文献[ 10]

的选择;变化表现在从时间维的视角观察,上述

各种因素影响程度会发生变化, 而且影响方向

也会发生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

放,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分水岭,这种社会巨

变发生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而

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以 1980年&公开信∋为
标志, 发生了质的变化, 计划生育政策由过去

 晚、稀、少!模糊弹性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明确

 一孩!的以数为中心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这些

巨变为我们研究这种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

的观察机会。现在我们要论证的是, 我国出生

性别比偏高固然有很多因素, 但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要验证这一命题,本

项研究的设计如下。一方面考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变化过程中, 有哪些重要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的, 又是如何变化的。通过具体比较 20世纪 80

年代也即改革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各种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和方向的变化,排除似是而非的

论证,最终验证我们的因果推论。另一方面, 对照同一个地区不同县级人口单位实施不同生育政策

的情况,通过 控制!可能的影响变量,大致上让这些对照县级单位具有可比性, 在此基础上再次验
证人口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有关的因果推论。

(二) 以往似是而非的论证

 社会经济基础论!关于社会经济因素对出生性别选择影响的普遍解释是这样的:首先,中国正
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之中,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劳动需要劳动力, 特别是男劳动力,男性

劳动力是一个农村家庭生活生产的重要保障;其次,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 养老一直

为家庭所承担, 养儿防老是每个农村家庭为解除后顾之忧而选择男性的重要原因;再次, 男性人口

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巩固其家族社会地位,保持家族势力的必要保障。总之,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人

们男性偏好选择的重要变量。社会经济因素与出生性别比的基本关系是, 社会经济基础越薄弱、发

展越落后,对男性偏好的选择越明显、越强烈。然而, 要用这种因果关系解释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为什么节节攀升,达到严重失调的地步,是苍白无力的。我们必须承认,从

局部或短期内的情况观察,的确出现一些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社会经济因素,如改革初期实施的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依旧薄弱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开放后农村家族势力的重新抬头

等;再如, 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女性较男性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参与

程度并没有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得到显著的改善
[ 11]

,这些社会经济变化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农村和城市家庭对男性人口的偏好。不过,正如一些学者研究指出, 出生性别比的大小对抽样方法

和抽样规模较为敏感,因此以抽样数据所做的出生性别比的测量和解释应当谨慎[ 11]。认识到这一

点非常重要。当我们以 20多年的时间变化维度来观察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变化的时候,我们需要

排除那些对于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变化的影响并不具有方向性、而仅仅是某一时段或局部的干扰

因素, 而从大方向、总趋势上判断因果关系。由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年代以后,中国

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从表 1中可以看到, 我国从改革开放

起,社会进步如平均预期寿命提高、教育普及,经济发展如人均 GDP 提高、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以

及社会转型如城市化等都发生了举世公认的良性变化。从总体上讲, 社会经济因素的巨大的良性

变化对偏好男孩选择的影响应当是有所减弱,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因素不能成为解释我国总

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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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950 年 % 2003 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评价指标

指标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1 2002 2003

预期寿命(岁) 41 36 62 67 69 70 70 71 71

婴儿死亡率/ ( 138 150 85 49 38 32 31 31 30

成人识字率/ % % 43 53 67 78 91 % % %

人均 GDP( PPP) (国际美元) 35 92 112 412 1 303 3 821 4 187 4552 5 003

医疗服务(医生/千人) 0�1 0�1 0�9 1�2 1�6 1�6 1�7 1�6 %

公共教育费用/GDP( % ) % % 1�25 2�51 2�34 2�86 3�14 3�32 %

城市化( % ) 13 16 17 20 27 36 37 38 39

农业劳动力比重/ % 84 82 80 69 54 47 47 % %

义务教育普及率/ % 0�2 21 24 46 49 65 67 67 %

� �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6∋P21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 �  生育文化论!是另一种貌似 有效!的解释。首先大家都承认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

大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 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在生育文

化方面表现为 男尊女卑!、 养儿防老!、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事实上,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稳

定和人口规模的延绵得益于这种博大精深的生育文化, 传统农业社会已将源自于 工具意义!上的

 养儿防老!和源自于 观念意义!上的 传宗接代!融为一体。因此,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广

大中国农村地区,这种 根深蒂固!的 重男轻女!传统生育文化依旧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而这些生

育文化观念决定了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和需求,因而人们会在出生性别上做出选择,由此最终导致了

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但是,这种说法对我国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现象

的解释有说服力吗? 笔者认为没有。因为自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包括生育观念一方

面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 如同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所说的那样,经过

30多年全民计划生育的广泛宣传, 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既然如此, 为什么在

更加封闭、更加保守的 20世纪 60、70年代传统的生育文化观念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没有表现

出来,反而在生育观念价值取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理性, 更加宽容的 20世纪 80年代以后集

中地表现出来? 显然这种主要归因于生育文化论的解释不合乎上述变化的推理逻辑、不合乎我国

生育观念多元化的事实, 这样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少生动因论!对于解释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同样是似是而非的观

点。在男孩偏好观念还比较盛行的国家地区,少生孩子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一个原因。例如,

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 20世纪 80年代持续攀升,直抵 90年代初的高峰 116�5; 之后又逐渐下降
到1995年的 113�2, 2002年的110�0[ 12]。不少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也总是列举韩国等国生育率下

降时所伴随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来解释中国的情况。且不说这种解释附会牵强, 因为同是 80年

代以后出现的现象, 中国与韩国相比,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观念、法规等方面都存在显著

的差异。重要的是, 人们模糊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如果说少生同样导致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那

么我国人口少生到这样一个程度,是自愿的结果,还是计划生育非自愿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相

关部门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相关部门声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计划生育已使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 3亿(后来又追加到了 4亿) ,为家庭和社会节省了巨大的

抚养费用, 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于同期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

象却否认与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联系, 极力寻求其他非生育政策的原因解释。其实,稍有人口学基

本知识的人都知道, 任何一项直接干预生育行为的政策,最终都直接导致人口变量两个方面的变

化,一是数量,二是年龄性别结构。显然, 这种数量与结构分割的论证违背了人口的变化规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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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过!剥离的论证(将 功!留给了自己,将 过!推给了他人)也完全背离了科学论证实事求是的操

守。所以,以 少生论!解释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不仅没有说服力,反而可以推演出计划生育政

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结论。

 技术论!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的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许多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胎儿性别检测技术上的进步、B 超技术的普及、安全可靠性的提高,都大大降低

了人们使用技术干预生育行为的成本, 从而使得人为选择胎儿性别更加便利。但是,在出生性别比

选择上广泛普及和使用的技术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要 漠视!生命, 选择人工流产堕胎来满足性

别偏好。事实上,技术因素不是解释原因,而是条件因素,是人们达到选择性别目的的手段[ 13]。其

实, B超技术在我国普及的如此之迅速,与现行生育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阻

止!了人们通过生育数量达到生育性别需求的 通道!, 因而转向了技术。而对技术的需求又极大地
刺激了市场供给,而市场的大量供给又为人们利用技术手段选择性别提供了便捷。

(三)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

如果说上述各种解释的观点都缺乏说服力,那么生育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

用呢? 20世纪 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建设发展时期, 而 1980年在

全国开始实施的 一孩!政策, 则是我国对人口生育过程进行强力干预的分水岭。考察对照这种 干

预!前后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 正是我们要推论因果关系的途径之一。在总人口出生性别比由

80年代之前的正常值变化到 80年代之后的非正常值的过程中, 我们列举并穷尽了主要影响出生

图 2 � 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因素及

其作用大小和变化方向

性别比偏高的可能因素, 通过上述逐一分析, 考

察对照这些因素在生育政策 分水岭!前后对出

生性别比影响作用大小及作用方向 (见图 2) ,

发现从总体变化趋势看, 20世纪 80年代之后,

特别是 90年代、新世纪之后, 无论是社会经济

发展因素, 还是文化观念变化因素,对出生性别

比偏高的影响作用都在减弱, 且作用方向是有

利于出生性别比朝着正常值变化的。结合上文

的论述我们可以排除上述各种因素为出生性别

比偏高主要原因的结论。相反, 我国计划生育

政策作为 干预!人口行为的 外生变量!在由

20世纪 80年代前 宽松!的政策急剧转变为严厉的生育政策之后,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也随之偏

离正常值呈现失衡状态(见图 2) , 这是生育政策作为外部力量直接干预生育行为的结果。在排除

了上述其他因素为主因之后, 生育政策成为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主要原因。

笔者以往的研究指出,因为人们在严厉的生育政策之下无法通过生育数量达到生育性别需求,

所以不少人只好通过技术手段干预生育过程,从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 14]。其实,假如有一个人

口,他们对孩子的数量和性别要求是至少一孩且生男止, 在人为因素不干预条件下,性别的需求是

通过生育数量达到的,即生育直到有男为止。这个人口要满足上述意愿平均生育孩子数是两个(在

假定出生性别比为 100的条件下,该平均数的计算可简化级数 X 1= n* ( 1/ 2) ^n 求和)。但是我们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无论是城市的 一孩!政策还是农村的 一孩半!,都直接 阻止!了

许多人通过生育数量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这就是规定严格的生育数量会直接影响到人们通过生

育数量达到生育性别需求的缘故。在实施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广大农村地区, 为实现生育男孩,有

许多 对策!。对于合乎政策可生育第二孩的女儿户来说,要实现生男愿望,  钻政策空子!的经典例

子是这样发生的:他们首先会不顾生育间隔抢先怀孕第二胎,届时通过 B 超检查胎儿性别, 如果是

男孩,最终缴点不够生育间隔的罚款而如愿; 如果是女孩,则会主动报请计划生育相关部门,言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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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怀孕,要求堕胎,而计划生育部门则乐见其成,因为这是他们计划生育工作的成绩,即避免了计

划外生育。就这样, 在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之下,  计划外的女婴!终止了 生命!。这是人们不能通过

数量达到生育性别需求而进行人为干预的结果, 其宏观后果就是如表 2数据所显示的, 第二、第三

胎次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可以说, 在不少农村这种 钻政策空子!的实践是严厉的现行生育政

策与偏好男孩的生育观念交互作用的结果。

表 2� 全国 2000 年人口普查分孩次出生婴儿性别比( 1999 11 01至2000 10 31)

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全国 119�92 107�12 151�92 160�3

城 114�15 108�88 147�62 164�92

镇 119�9 110�36 154�59 180�53

乡 121�67 105�65 152�14 158�2

� �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编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 3� 山西临汾市部分县(市)三次人口

普查获得的出生性别比

资料来源: 历年普查资料, 图形引自刘爽等  山西翼城县

,晚婚晚育加间隔− 调查报告! (内部) , 2007

� � 从时间的维度视角, 在充分考虑了其他影

响因素的条件下,我们分析了生育政策在 80年

代前后对总体人口干预的力度不同而产生的不

同后果,进而论证了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

比的直接影响。从空间的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生

育政策的比较分析, 同样可以得到上述因果验

证。笔者在山西翼城县 晚婚晚育加间隔!试点
研究中曾经发现, 实施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与较

严厉的其他农村地区相比, 翼城县不仅控制了

人口数量增长,而且保持了出生性别比变化正

常
[ 15]
。从 1985 年起, 翼城县实施宽松的生育

政策 20多年过去了,结果又是如何呢? 新近的

研究再次表明[ 16] ,宽松政策的翼城县与其他严

厉的政策县市相比, 在人口出生性别比上显著

不同。图 3列出了山西临汾市部分县(市) (考虑到出生性别比指标计算对统计数量的敏感性,图 3

所选的县均是临汾市的人口大县)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变化的情况。从 1981 年、1989年和

1999年 3个年份 6个县的出生性别比数值变化中, 我们发现了非常有利的证据。第一, 在被统计

的 6个县中,只有翼城县的出生性别比在三个年份是递减的, 其余所有县均是迅速上升的。第二,

翼城县是唯一的一个出生性别比从不正常到正常值变化的县,其余有的县三个年份的出生性别比

均不正常,如洪洞县;有的县是 80年代初正常但是随后的年份不正常了,如襄汾县;还有的县是前

两次普查统计的出生性别比都正常,但 1999年就不正常了,如霍县和乡宁县。上述这种比较对我

们做出因果推论有意义吗? 事实上,我们发现,作为同属一个地区的几个比较县级单位, 其一,以上

对照的县同属于临汾地区,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文化观念等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

其二,同属于一个地区,各项社会经济政策也相同,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相近。2005年在临汾市的 14

县 1区 2市中, 翼城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临汾全市属于中上等水平。在上述对比的 5个县中,

既有城乡收入水平与翼城县相当的曲沃县,也有不如翼城县的乡宁县,还有高于翼城县收入水平的

襄汾县、洪洞县和霍县。其三,如果说 20年前,选择翼城县作为 二孩!试点,良好的计划生育工作

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 20多年来随着临汾各地计生工作的不断改进,具备当年翼

城县那种条件的县区是越来越多。在这一点上翼城县也不再与众不同。可见, 在这样一个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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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大致相同的条件下, 探讨研究因果关系推论是合理的。我们发现, 20多年来,与临汾这些同质

性较强的地区相比, 翼城县最大的不同在于实施的是较宽松的生育政策,而其他地区则执行的是较

严厉的生育政策,这一松一紧的政策差别,正是导致其人口出生性别比差别的根本原因。同样,采

用 2000年全国普查数据,利用分层统计模型对全国各地不同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原因进行的研究,

其结果也表明, 生育政策的严紧对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有着直接的影响
[ 1]
。

四、结语

在解释我国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时,上述各种解释理论都是有道理的,

但都具有一定的时空性。我们的因果分析表明, 在加入时空变量(例如, 加入时间变量, 考察 20世

纪 8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各种影响生育行为要素的变化大小、方向;加入空间变量,考察实施宽松政

策与严格政策地区的不同效果等)之后,各种非政策理论的因果解释力度都发生了变化, 在大方向、

大趋势上很难成为解释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主因。在穷尽并排出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发现唯有

生育政策因素的变化与出生性别比变化的程度和方向是一致的,只有生育政策具有这种程度和方

向上的解释力。至此,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严厉而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干预生育行为的外力,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出生性别比持续严重偏高的后果, 人口计划生育政策

应当是出生性别比持续严重偏高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 20世纪 80年代严厉的 一孩!政策,而继

续执行 70年代相对宽松的 晚、稀、少!政策, 那么我国出生性别比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是 反

事实!的诘问。笔者的回答是,很有可能步韩国、台湾地区之后尘,即也可能会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
的现象。但是, 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上。因此,如果没有 20世

纪 80年代严厉的生育政策,那么我国就不可能成为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

国家。

虽然有些学者利用其他非人口普查数据质疑了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严重程度[ 11] , 但这

个事实是存在的。2007年国家统计局最新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22�85,面
对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沿用了上述那一套解释,诸如农村依赖

家庭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男孩偏好文化观念等 �。在解答或面对当代各种人口问题包括人

口出生性别比问题时,相关部门似乎倾向于寻找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以外的各种因素,而不是首先从

影响人口行为最直接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去审视。这种认识方式其实不利于我国人口公共政

策的有效实施, 不利于人口公共政策的及时调整, 更不利于中国人口的长远发展。我们需要正视和

反省现行生育政策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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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Policy and Abnormal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Li Jianxin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sex r atio at birth in China have indicated a cont inuous depar ture from the normal value. Al�

though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 ed as the result of an inter action between multiple factors, people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in

locating the principal affect ing element. The present author agreed w ith the popular estimation about t he multi�factorial

and complex nature of the abnormal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but proposed that the str ictly implemente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since the 1980s, among others, has a direct and major role to play . The autho r came to t he conclusion that the

over�strict fer tility policy is the chief cause of t he long�standing unbalance of sex ratios at birth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

tion.

Key words� Fertility po licy; Sex ratios at birth; Caus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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